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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陇商与烟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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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晋商在向西北地区扩展其贸易范围的过程中，虽然得益于随军贸易，但其与陕商及陇商等

地域性商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联合，并促使其在该地区能够长时期保持旺盛的经营态势。在具体的经营过

程中，“烟酒茶”不仅属于晋商、陇商共同的重要经营品类，在当时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商品，同时也成

为西北地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消费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关物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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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活跃于商业领域的徽商、晋商、陕商、鲁商、闽商、粤商、宁波商、洞庭商、江右商

以及龙游商等商人群体被称为 “十大商帮”。其中，晋商称雄商界达 500 年之久，在我国乃至世界商

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陇商虽然并未纳入明清十大商帮，但作为西北地区山陕商帮的重要组成

部分，① 乃至其他商帮拓展业务的重要中介，在明清商业历史舞台发挥的作用也有目共睹。明清晋商

之所以迅速崛起的原因综合而复杂，学术界对其已进行了较为充分和深入的探讨。② 就西北地区而

言，晋商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并且擅于与陕商、陇商等地域性商人建立适当联合，则是其得以快速发

展的重要原因，当时诸多“山陕会馆”以及 “山陕甘会馆”的出现正是其最好印证。③ 在晋商的西

北贸易经营过程中，皮毛药材等均是其大宗交易物品，而 “烟、酒、茶”三项不仅属于其重要的经

营品类，同时也成为该地区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消费品，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公关物品的性能。

一、烟: 与陕甘商人联合的地缘资源

兰州水烟久负盛名，为西北地区特产之一，有“兰州水烟甲天下”之美誉。西北地区气候干旱、
酷寒，由于水烟能“解山岚气”④，具有消除瘴气、解除疲劳的功效，《蚓庵琐话》谓之 “边上人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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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非此不治”①，从而有“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② 的说法，致使水烟成为西北地区人民的日

常生活需要品 ( 或称嗜好品) 之一。张鹏翮曾在《俄罗斯行程录》中提到: “塞外最喜中国茶、布，

宜多带以为盘缠。烟、烟袋、荷包，酌量随带，为换物找数。”③ 由此看来，边贸对于烟草的市场需

求清晰可见，山陕商人则在贩运内地百货到西北地区的过程中，逐渐将潜藏商机的兰州水烟市场培植

起来。
清初，烟草种植从山西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之很快成为陕西烟叶的重要产地，

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的 “同朝商人”的基地，即所谓 “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

尖，从陕中来”④。另据记载，烟于“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

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金。不数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又从而征之，商遂大

困。康熙二年 ( 1663) ，总督白如梅疏请蠲免，从之”⑤。显而易见，正是清代的山陕商人促使陇甘地

区的水烟市场逐渐发展起来。⑥

山陕商人开发出兰州水烟后，先后在经济发达的汉口、上海设销售分庄，在苏州南通、常州设分

店，在各州县镇市设驻庄门市，形成独具特色的销售网络。在湖南衡阳县，山陕商人垄断了烟草业。
“自明季海内通买社坛衡烟。社坛，城北旧坛地也。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
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⑦ 这些 “业烟者”、
“烟铺”、“堂”、“号”的经营规模都不小，在当时以商业营销为主，兼事加工，有的属于前店后厂

式。⑧ 山陕商人在衡阳县开设的烟草店，还雇佣大量工人，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打成 “京包、广

包”，然后再“鬻之各省”。⑨ 同治以后，水烟风行全国，“北线沿黄河出宁夏经张家口运到京津; 向

南则经秦州、广元、成都、重庆运至云贵; 向东经西安、汉口，终端市场在上海、杭州……以至到东

北各地”瑏瑠，其商业网络进一步扩大和完善。
兰州水烟因晋商、陕商和陇商的推销，其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我们知道，兰州水烟从生产到

销售，是一个产业链，包括种植、工业加工和商业的系统工程。山陕商人通过水烟的产销，把西北市

场纳入全国市场，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瑏瑡 这对于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的开放，具有不

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除了兰州水烟外，山西曲沃的烟草也是非常著名的。通观明清两代，曲沃是山西全省种植烟草最

多的地方。曲沃最早的烟坊产生于明天启年间的永兴和，创始人是郑世宽，瑏瑢 首先开设在曲村镇下坞

村。至清乾隆年间，烟坊遍设于曲村、城关、侯马镇地区。嘉庆 《曲沃县志》显示，乾隆五十二年

( 1787) ，征收“在城烟税”和 “侯马、曲村二镇烟税”共 236 两多。后来，烟坊又向高显镇发展，

曲沃成为无镇不烟坊，烟坊大小百十家之多。即使到民国二十五年 ( 1936 ) ，曲沃烟坊仍有 32 家。
另外，曲沃旱烟根据各地烟民口味的不同，生产出多种各有特色的品牌。比如“永春皮烟”主销于临

汾地区，“晶生烟”的市场在蒙古，其外包皮上还特意印上了 “蒙文”，每一大包上放一片柏枝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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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标志。① 其防伪意识强烈，防伪技术成熟。
自从兰州水烟和曲沃旱烟盛行后，晋商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与陕西商人、陇商的联系进一步密

切，烟也成为商人馈赠亲友、招待宾客、进行公关的主要礼品之一。在晋南及晋东南一带曾经流行过

这样一种说法: “设宴离不开 ‘郑世宽’，没有 ‘郑世宽’，席再肥，也算不得好筵席。”其中的 “郑

世宽”，既非一道名菜，也非一种名酒，正是曲沃生产的，以其制作兼销售者———郑世宽的名字命名

的一种名烟。

二、酒: 传播到西北地区的技术优势

有清一代，酒作为一种嗜好对象，其品名之繁，饮用人之众，消费量之大已出现空前的盛况，恐

怕没有其他嗜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通都大邑、城镇闹市，最为常见和最多的就是酒店，甚者更有酒

市，乡村僻野，酒棚、酒亭也比比皆是。“天下沃饶人聚之地，饮酒者常十人而五，与瘠土贫民相较，

以最少为率，四人而饮酒者一人”②，当时常饮酒者人数高达 25% 以上，即是对饮酒者数量及其普及

程度作出的一种估计。事实上，上自帝室，下至百姓，整个社会，祭祀用酒，交际用酒，日常生活更

须臾不可离酒，所谓“用酒之人比户皆然”，酒耗之多，难以计算。③

晋商故乡即盛产酒，早在唐代，“河东酒”已经被朝廷命名为全国美酒之一。《唐国史补》中对

此有详细记载: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

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陵郎官清、阿婆

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④

提起汾酒产地杏花村，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所作的 《清明》一诗。正是这首脍炙

人口、妇孺皆知的名诗，吟出了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绝唱。作为我国传统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时期，唐朝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作政和民乐的表现。由于杏花村

是当时北方军事中心太原通往皇都西安的必经要驿，无论文武百官、乡士访学，凡路经者都要知味停

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杏花村酒为乐事，积极促进了当地酒业的兴旺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杏花村

酿酒作坊已发展到 72 家，酿造工艺更趋成熟，纯度也大为提高。⑤ 这一时期，除杜牧外，“酒仙”李

白、“诗圣”杜甫等文人墨客都曾到过汾阳，品饮过杏花村汾酒，并分别作《留别西河刘少府》、《过

宋员外之问旧庄》等诗留于后世，充分显示了他们对汾酒的极度青睐。
明清时期，白酒业迅速崛起，优质白酒的酿造技术成为全国酒商竞相争夺的焦点。也就是在这一

时期，拥有悠久酿酒历史的汾阳杏花村为众多商家和酒家所瞩目。汾酒也以其悠久的历史、纯熟的工

艺、上乘的质量和皇家贡酒的声誉而风行全国，并奠定其“白酒祖庭”的行业地位。《清俗纪闻》曾

详细反映了乾隆时期福建、浙江、江苏一带民间风俗、传统习惯和社会情形等，其中所列 “酒名”
一条中的粮食名酒只有山西的汾酒和潞酒，⑥ 而此时的杏花村酒业也发展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其

酿酒作坊达 220 家之多。⑦

晋商在称雄商界的同时，汾酒也已香飘天下，二者相生相伴，遥相辉映。无论是应对于商场和官

府，抿呷驱寒于戈壁与草原，还是婚丧嫁娶的民俗交往、祭祖酒缅、商场得意、伤感驱愁，汾酒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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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心中的上品、手中的利器、交融的桥梁。由此而来，酒业和酒店也成为晋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乾隆七年 ( 1742) 十二月，护理山西巡抚严瑞龙在查禁酒制造时奏称: “第查晋省烧锅，惟汾州

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署秋收丰稔，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① 此外，

晋商仅在曲阜开设的酒店就有 10 多家，从业百人之多。许多酒店的历史均在 200 年以上。乾隆时期，

晋商在直隶一省开设烧锅就多达 1000 余家，其中口北道和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 承德府开设烧锅

200 余家，每家 ( 酒工) 少者十余名，多者三四十名，统计不下六七千名。②

自古以来，晋商视酒宴为公关宝地，而汾酒往往是其公关制胜的法宝。所以，晋商走到哪里，就

把家乡的汾酒带到哪里，传播到哪里。诸如茅台酒也是 1704 年山西盐商郭某从山西雇佣技术高超的

酿造杏花酒的工人来到茅台镇后，与当地酿造工人一起，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

料所酿造的一种烧酒。山西酒对于西北地区的影响是深远的。陕西的西凤酒则是因 “山西客户迁入，

始创西凤酒”。西宁的青稞烧酒、新疆的代酒等许多名酒也是由晋商传统汾酒技术而兴起。“会做山

西酒，腰无半文天下走”是流传于全国的关于晋商和山西汾酒的一句谚语，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晋商

对杏花村汾酒的传播所发挥的作用。
在陕西关中麦产区，“民间每于麦收之后，不以积贮为急务，而以跴曲为生涯，所费之麦，不可

数计”③。咸阳、朝邑等县届民，“开设曲坊，伊等并不自己造酒，只踩成曲块发往外省”，这些曲块

多通过山西、河南商人运销， “盈千累万，骡负船装，每年耗费之麦，不下数十万石”④。乾隆三年

( 1738) 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张楷奏报: “山右富商，亦群至陕省，广收麦石，大伙开跴，民间糊

口之粮，悉耗为无用之曲。”⑤

乾隆二年 ( 1737) 八月初五日，甘肃巡抚德沛疏言: 甘肃烧酒，“计其工本，通盘核算，每糜麦

一斗，造成烧酒，仅获利银五分”，其实际利润已经不薄。由于甘肃并非产酒之区，“至通市卖之酒，

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唯饶裕之家始能沽饮; 其蓬户小民，虽欲饮而

力不胜也”⑥。显而易见，畅销于甘肃市场的正是山西汾酒，其经营者必然会以晋商为主体。
事实上，清代有许多富商和中小商人进入甘肃开展业务，主要分布在兰州、永登、永昌、张掖和

酒泉等市场，并以晋南的襄汾、曲沃和晋中的祁县、太谷、榆次、交城人为主。更为详细的记述是:

“在酒泉经商者，多是外地商贾。清代以来，以山西商人势力最大，他们开设的大小商铺遍及酒泉城

邑乡镇，他们出售丝绸布匹、京广百货、日用杂品、糖茶烟酒。”⑦ 此外，甘肃正宁县有山西稷山王

家开设的酒坊。王家自康熙五十二年 ( 1713) 开始经商，到七世王璋已是名闻河东的商业家族。其

商号除在本地开设者外，在外省开到西安、咸阳、兰州、开封、郑州、重庆、成都等地，多达 97 个。
而最早在外地开设的商号却是在正宁县山河镇的德顺志老烧坊，随后还在山河镇开了粮店和布庄。另

外，天水有名为“元兴恒”的商号，专门生产汾酒。据载，该商号在解放时已历七世，210 余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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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产品驰名陕甘两省，以兰州、武威、张掖为主要市场。①

青海的西宁、威远、贵德等地也是晋商经营的重点商埠。由于该省蒙、藏、土、汉等民族性格豪

爽，喜好饮酒，“宴席无酒不成席，男儿不醉非好汉”，与其酿酒业的源远流长不无关系。明末清初，

来青海经商的山西客商看上了互助县产的黑青稞以及威远镇的井水，于是请来山西的 “酒大工”和

“曲大工”，在威远镇开设酿酒作坊 “天佑德”，并引进山西杏花村白酒的酿造工艺，所酿之酒即至今

驰名全国的青稞液。②

三、茶: 迎合西北地区的大宗商品

相比烟酒对于人体的刺激而言，茶是一种刺激性低且可口的饮料。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茶具有消食、提神的功能，特别在游牧民族地区，其受欢迎的程度更甚。由于特殊的地形和气候，西

北地区多食肉，但其油腻，不利消化，“而茶性通利”③，能涤荡之故也，因此 “恃茶以生”，以化其

油腻，“不得茶，则困以病”。④ 正如明代王廷相所议: “茶之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给之。以其

腥肉之食，非茶不消; 青稞之热，非茶不解。”⑤ 另外，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

广，极端必需，以至往往可以当钱用。”在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人等土著民中，“在出卖货物时，宁

愿要砖茶不要钱，因为他确信，在任何地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⑥。
山西并非产茶之区，但晋商的茶叶贸易却伸向全国各地。晋商主要经销湘、鄂红茶，而甘肃、新

疆、蒙古等北部边疆地区成为其国内贸易的主要区域。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不适宜产茶，因此茶

叶在西北贸易市场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其运输路线，“内地茶叶运往新疆，一路由甘肃经哈密，另一

路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经古城”⑦。
道、咸年间，“甘肃茶务是这样的，引地是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兼及蒙古和西藏。销数是

每年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引，每引一百斤，另带损耗十四斤……来源是湖南安化 ( 也有湖北) 的红

茶 ( 在西北也叫作黑茶) ，运抵陕西的泾阳，局部的压制成块，每块重五斤，叫作砖茶; 四川也有茶

运销，不过数量很小”⑧。至同治、光绪时期， “晋茶照常涌入。这种晋茶，实际是从湖南 ( 包括湖

北) 贩来的，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作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 ( 今呼和浩

特) 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大概南路天暖，人民喜食细茶; 北路地寒，大家喜食粗

茶。晋茶就多是粗茶; 官茶就多是细茶。这样，一以北路为主要市场，一以南路为主要市场，双方平

分秋色”⑨。
甘肃境内的茶商一向被分为东、西两柜，“东柜为山陕，西柜为回民”瑏瑠。兰州是甘肃会城和西出

长安的西北商业中枢，因而山陕商人沿平凉和天水的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汇聚兰州。出长武趋平凉为

丝绸之路入甘孔道，沿途隆德、通渭、榆中是山陕会馆设立最早的区域。通渭做茶叶、布匹的山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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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县城“东多民居，西多客商……西关中街有山陕会馆”①。出略阳入秦州 ( 天水) 是茶马古

道入甘肃的主要通道，明代在河州 ( 临夏市) 设茶马司， “命秦陇商领茶引，采茶于汉，运之茶马

司”②，使这条商路上的两当、徽县、天水、甘谷、夏河、临夏遍布了山陕商人的足迹。
在西北茶叶贸易过程中，驼队为主要的运输工具。明末清初，为解决运茶工具问题，兴起于陕西

的明朝茶商马合盛西迁甘肃民勤，依托这里水草丰茂的牧场大量饲养骆驼，相传仅骆驼珍品———白骆

驼就达 300 多峰。③ 马合盛在甘肃业务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民勤商人给予的支持。民勤商人以

赶骆驼经商闻名天下，他们吃苦耐劳、诚信质朴、恪守商道，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有很高的声望。乾

隆二十年 ( 1755) 十二月，陕甘总督黄廷桂曾奏称: “臣入山西境，见商人运货驼甚多。查陕西现赴

河南购买，山陕接壤，解送较易。”④ 与此同时， “西路军营需用驼，陕、甘二省竭力采办，尚未充

裕，晋省归化城、朔平府一带，商贩驼只盛多，请敕令采买一二千只，由沿边一带迅解肃州听用”⑤。
茶叶同样是内地销往新疆地区的传统商品， “伊塔镇迪之汉、蒙、哈、回，均以茶为养命之

源”⑥。新疆地区的回民更是 “最喜饮茶，得饮上国茶叶如获珍宝”⑦。雍正三年 ( 1725 ) ，晋商王钦

安、茅自义等 11 人，自湖广买茶，囤贮陕州 ( 今三门峡) 、平陆等处，准备分运陕、甘、哈密和内、
外蒙古。后来这些茶叶被陕西咸宁知县知晓，禀告川陕总督，于是 “遣人隔省提拿，诬以私贩，勒

派赎罚银一万四千两，复将曲沃县富户高科等十人姓名陷入案内，勒派帮助银七万六千八百两”。其

中，咸宁知县严士俊及曲沃知县魏士瑛两人共分赃银 9240 两。⑧ 由此也可窥见新疆茶商资本雄厚之

一般。道光八年 ( 1828) ，那彦文回忆乾隆以来新疆茶叶贸易时说: “北路商人由北路归化等处兴贩

杂茶，领票行销……大约均至巴里坤、乌鲁木齐后由吐鲁番地方行走，向来未有章程稽考。”⑨ 现存

祁县茶商大德诚的文稿中，多次提到在湖北等地采制专门运销蒙古、新疆一带的口庄红茶。瑏瑠

茶叶的广阔市场使其发生媒介作用，把商人和国家贸易维系起来。它不仅吸引众多晋商、陕商入

蒙古、赴新疆、到俄国从事贸易活动，而且也刺激与之相关的服务等行业。“茶叶之路”的繁荣，极

大刺激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大批城镇在它的影响下萌芽、发育和成长。这批城镇以呼和浩特和包

头为中心，在其两翼铺开的有: 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定远营、河口镇、集宁、丰镇、隆盛庄、多

伦、张家口、小库伦、海拉尔和牙克石、满洲里。比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仍是迄今为止包

头广泛流传的民谚。在“茶叶之路”催生下，由晋商与游牧民族共同培育起来的一批商城，在当时

几乎是“平地里冒出的城市”。
烟酒茶为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均带来了颇为显著的影响，晋商以及陕甘商人

在这方面所起的推动示范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也是我们如今在探讨传统社会商人时，万万

不可或缺的。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商人常年在外生活工作的情况，才能尽可能窥视包括陇商在内的晋

商作为一个引领世界潮流的商人群体的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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